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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节市七星关区若干点位大气 

无机氮湿沉降特点及通量估算 

江秋群 马晶 张华应 蒙停 左芳文 李仰征
1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 生态工程学院，贵州 毕节 551700) 

【摘 要】：在毕节市七星关区城市功能差异明显的地域布置大气湿沉降采集器，检测了三类无机氮指标(氨氮、

亚硝态氮和硝态氮)，研究表明:①氨氮湿沉降通量最大值主要集中在夏季，全年湿沉降最大点位是热电站，月均达

到了 15.73mg/m
2
。由城市核心区向城郊方向，沉降通量明显递减的趋势表明氨氮污染源主要来自于城市。②拥军路

硝态氮沉降量超过热电站，月均达到 5.29mg/m
2
，而与其空间毗邻的非公路路域的人民公园样点沉降量则显著偏小，

这表明公路路域是硝态氮的主要沉降区域，这与石油中微量氮素的燃烧并以氧化态的(亚)硝态氮排放有关。西南地

域氨硝比多大于 1，是高原环境积温低和当地城市交通与工业经济欠发达等因素共同导致的。③大气中亚硝态氮与

硝态氮有相似的污染来源。所有样点亚硝态氮冬季湿沉降通量比秋季大。④以 DIN 占 TDN 为 50%比率估算，七星关

区全年总氮湿沉降通量为 2.61kg/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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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大气中的氮素主要以湿沉降的方式返还地表。近年来，随着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增强导致湿沉降通量出现了异常，这不仅

会造成氮素循环的失衡，也会对地表生态环境产生深远影响。因此，近些年该领域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1-4]。国内研究则多集

中在京
[5,6]

、沪
[7,8]

和渝
[9,10]

等大中城市和农田地域系统
[11-13]

。对生态环境脆弱与敏感区
[14-17]

的研究还相对匮乏。我国西南地区喀斯

特地貌发育充分，无论在自然环境条件还是人文社会经济等方面与其他非岩溶区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其大气氮沉降通量及氮

形态构成如何，以及季节变异特点与规律等问题都是非常值得研究和关注的。但是，岩溶区氮沉降研究薄弱，仅有 3篇报道[18-20]。

因此，在毕节市七星关开展相关研究，旨在丰富氮沉降理论研究，并为岩溶山区大气环境质量与地表生态系统保护提供科学依

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毕节市七星关区位于贵州西北部，为滇东高原向黔中山原过渡地带，平均海拔约 1500m，出露岩石以灰岩为主，岩溶地貌发

育充分。区域属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年均温 13℃、降水量900mm(图 1)。在七星关建成区选择城市功能差异明显的微域若干，

                                                        
1作者简介：江秋群(1994-)，女，贵工程地理科学专业学生。李仰征(1979-)，男，副教授，主要从事自然地理教学与研究。 

基金项目：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201610668028)。 



 

 2 

涵盖有文教区(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简称贵工程)、工业区(贵州华电毕节热电有限公司，简称热电站)、城市核心区(居民休

憩绿地人民公园与城市中心交通主干道拥军路)、城郊休闲区(阳山公园与碧阳湖)，并在距主城区约 8km 布置一个背景对样点(鸭

池镇核桃村)，对照点远离硬化公路且周边无规模以上排污企业，村民经济活动主要为农作物种植。 

 

图 1降水与气温逐月分布图 

1.2 样点空间分布及湿沉降采集 

样点分布与湿沉降采样器分别见图 2、图 3。采样装置上有纱布包裹漏斗圆口，中部为 PVC内外管，内管填充已活化的阴阳

离子交换树脂，外管裹有反光隔热膜，底部用脱脂棉封紧并用纱布抄底。将采样器垂直固定于电杆、枯树、栅栏或房顶等上部

无他物遮挡、周围区域相对空旷的承载物上，每个样点设 3 个平行。由于湿沉降采样器构造简单轻巧、野外布点隐蔽不易被他

人察觉和破坏，且湿沉降占据氮沉降通量的绝大部分(80%～90%)[21-23]，故只对湿沉降进行监测与分析。分季节布点与回收实

验:2017 年 6月 18 日—8月 25日(夏季)、2017 年 9月 18 日—11月 26 日(秋季)、2017 年 11 月 27 日—2018 年 1月 20 日(冬季)

和 2018 年 2月 3日—2018 年 4月 5日(春季)。 

 

图 2样点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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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样品采样器结构图 

1.3 检测方法与数据处理 

取回采集器回收树脂后进行蒸馏水清洗、氯化钾浸提等步骤后定容备检。氨态氮、硝态氮和亚硝态氮分别采用纳氏比色法、

酚二磺酸光度法和 N-(1-萘基)-乙二胺光度法测定。湿沉降通量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M 为某形态氮月沉降通量(以 30 天计)，C 和 V 分别为定容后待测浸提液的浓度和体积，T 为采集器户外布置天数，S

为漏斗口汇集面积。 

2 结果与讨论 

2.1 大气氨氮沉降特征 

氨氮是自然界中以游离氨(NH3)和铵离子(NH4
+)形式存在的氮。季节差异方面，几乎所有样点均表现为夏季氨氮沉降最大的特

点(拥军路例外，出现在春季)。非降水条件下大气含氨的气溶胶长期飘浮难以沉降，降水凝结作用一方面可使各类微粒作为水

汽集聚的凝结核，另一方面水滴冲并作用也可使其以湿沉降的形式降落至地表。毕节地区是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降水

季节差异明显(图 1)，这导致夏季氨氮沉降量最大。这与其他地域研究结果是基本一致的:如崔健[24]发现氨氮沉降通量与月降水

量显著相关，贾钧彦[14]对藏东南林芝、杨开军[25]对都江堰林场和王圣杰[15]对天山地区等许多研究均发现夏季为氨氮沉降通量最

大的季节。此外，氨氮主要源于微生物蛋白酶对有机物的分解，夏季高温环境是有利于腐生菌增殖的，如源自植物体腐解挥发

氮累计可占植株总氮的 20%以上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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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大气氨氮月湿沉降通量 

空间分布方面，七星关区不同城市功能区湿沉降量差异显著:热电站的氨氮沉降为所有样点的最大值，月均达到了

15.73mg/m
2
。虽然煤炭中的氮素燃烧是以氮氧化物排放，不会产生还原态的氨氮，但热电站在烟气脱硝流程中使用了催化还原工

艺，由于该工艺成本较低且脱硝效果良好而被广泛应用。又由于氨氮具有强挥发性，致使热电站在液氨卸载、储存及脱硝系统

等环节不可避免地出现氨的泄露与排放，这导致了厂区附近有较高的氨氮沉降量。其次为城市核心区的拥军路与人民公园样点，

月均值分别达到了 8.80mg/m2和 7.78mg/m2。主要因素可能为城市核心区人口密集，生活和生产活动强烈所致。如生活有机垃圾

和人为粪便的分解，美发行业的染烫剂、建筑行业的混凝土添加剂及家具涂饰剂等都会导致氨的缓慢释放。即使沉降量相对较

小且位于城市非中心区的碧阳湖、贵工程和阳山公园 3个样点，其均值也明显高于郊区核桃村对照点，为后者的 1.32 倍。如不

考虑工业区的点状污染源，总体上在七星关区越靠近城市核心区(图 2 中 2、3 点位附近区域为城市核心区，4、5 和 6 点位为城

市周边区域，7为城郊农村区域)，氨氮沉降通量也越大，这表明其污染源地主要来源于城市中心区域。 

2.2 大气硝态氮沉降特征 

大气中的硝态氮主要来自于硝化细菌对氨的氧化和含氮化石燃料产生的废气。图 5 中含量最高的分别为拥军路和热电站，

前者为城市核心区主干道，硝态氮月均沉降通量已达 5.29mg/m2，明显超过热电厂的 4.35mg/m2。人民公园样点也属于城市中心

区域，且与拥军路间距不足百米，但后者硝态氮沉降通量却为前者的 2.11 倍，而图 4中两者氨氮全年逐月均值却十分接近，这

说明公路旁大气湿沉降中硝态氮含量要显著高于非公路区域，而氨氮此现象则不明显。这可能与石油中含有 0.1%～0.5%的氮素

有关，燃料燃烧废气中的氮只能以氧化态形式进行释放。这表明交通尾气排放是城市硝态氮的重要污染来源。王德宣
[26]

等发现

硝态氮在城市公路旁有明显的线源污染特征。贺成武[6]也发现环城路与火车站等燃油交通运营密集区硝态氮沉降要明显高于文教

区、生活区及公园等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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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大气硝态氮月湿沉降通量 

鉴于环境中氨氮和硝态氮分别主要源于有机物的分解和化石燃料的燃烧，因此，许多学者
[2,21,27]

认为氨硝比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出研究地域的经济生产方式。如果该值小于1，表明城市交通与工业生产活动强烈，第二产业比重大。一些城市如伦敦[28]、

上海[29]和南京[30]等地该值均小于 1，伦敦更是低至 0.27。本案例中样点氨硝比均值为 2.30，说明七星关区城市经济发展与工业

化水平还相对滞后。此外，西南地区的贵阳[19]、都江堰[25]等研究也发现大气沉降的无机氮均以氨氮为主导。这除了与西南诸多

地域工业欠发达，硝态氮排放量有限有关，还与云贵高原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有联系:一是海拔高造成积温低，导致氨氧化细菌

生物活性低。七星关年均温只有约 13℃，董玉玮[31]和叶建锋[32]等发现氨氧化细菌在温度越低时其活性也越低(25℃时活性最强)，

这势必会导致硝化过程缓慢、氨氮损耗有限;二是氨氮供给充足，许多异养菌诸如李斯特菌和葡萄球菌等，其温度耐受范围宽且

有一定的嗜冷性，裘维蕃
[33]
甚至发现芽孢杆菌在 0℃时还有较强的侵染能力，这表明低温环境氨氮供给并没有终止。而西藏林芝

[14]、天山冰区[15]等相关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氨硝比均大于 2，林芝地区甚至达到 4。 

2.3 大气亚硝态氮沉降特征 

大气沉降中的亚硝态氮主要源于化石燃料的非充分燃烧和空气微生物对含氨氮(硝态氮)的硝化(反硝化)作用，即它为氮素

循环中的过渡产物。本案例中湿沉降中所有样点亚硝态氮月沉降通量均值仅占到无机总氮(TIN)的 6.95%，这与岳平(5.7%)[34]和

邓君俊(4.6%)[30]的研究结果最为接近。大多数研究显示该比率在百分之几至十几不等，表明 TIN 中是以氨氮和硝态氮占据绝对

优势。但从一些权威刊物的研究报道来看，有相当一部分学者[9,13,15,22,35-39]在研究大气沉降中TIN 时，并没有涉及到亚硝态氮。究

其原因，可能与其实验过程相对其他氮较为繁琐，样品处理时效性高等因素有关。但无论从严谨治学的研究态度考量，还是鉴

于其对植物的毒害效应和对动物的致癌作用，该指标都不应该被忽略。 

总体上和氨氮与硝态氮一致，湿沉降中亚硝态氮也是在热电站与拥军路沉降较大，月均值分别达到了 1.92mg/m2 和

1.10mg/m2(图 6)。热电站样点冬季更是达到了 2.84mg/m2，这与整个贵州高原冬季阴冷潮湿，居民取暖能耗高导致用电需求量大

有关。亚硝态氮在拥军路与人民公园间的月均值之差已经占到拥军路的 48.43%，这和硝态氮同一指标较为接近(52.68%)，但都

显著大于两样点在氨氮的差值比率(11.67%)。这表明，亚硝态氮很可能与硝态氮来源相近。王德宣[5]研究也表明亚硝态氮与硝态

氮一样，沉降大的区域均集中在交通干线附近，氨氮则无此规律。这体现了汽车尾气排放对(亚)硝态氮的沉降量有重要影响和

贡献。 

 

图 6大气亚硝态氮月湿沉降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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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其季节变化，图 4 中氨氮与图 5 中硝态氮均表现为夏(秋)季沉降量最大(拥军路氨氮例外)，这与七星关区为高原季

风气候区，5—10 月的降水量占倒全年的 82.02%有关。但所有样点亚硝态氮冬季月沉降通量要大于秋季，且部分样点冬季沉降

量甚至为四季最高时期，除热电站以外，还有远离城市中心区的阳山公园、碧阳湖和核桃村对照点。冬季降水为一年中最少的

时段，亚硝态氮沉降量反而较大。这可能与环境中的氨氧化细菌比亚硝酸氧化细菌对恶劣环境适应能力强有关[40]。因为在一定

温度范围条件内(20℃以下)，前者增殖速度要明显优于后者[41,42]。冬季七星关平均气温只有 3.86℃，低温对亚硝酸氧化细菌的

抑制作用更显著。这导致硝化作用顺利进行受阻，表现为亚硝态氮出现了累积。冰箱低温环境(5℃以下)长期冷藏饭菜会导致亚

硝酸盐氮含量超标亦为同一道理，且冷藏时间越长超标越严重[43]。 

3 七星关区大气可溶性总氮湿沉降通量的估算 

大气湿沉降中的可溶性总氮(TDN)包涵可溶性无机氮(DIN)和可溶性有机氮(DON)。由于不同地域自然环境条件和社会经济发

展情况差异巨大，导致湿沉降中 DIN 占 TDN 的比率差异较大，但多数研究该值大体上处于约 40%～70%之间[9,13,15,22,25,30,36]，本课题

DIN 全年沉降通量为 130.80mg/m2。如以 DIN 占 TDN 为 50%的比率估算，七星关区全年总氮湿沉降通量为 2.61kg/hm2。这一数据

已经明显高于天山冰川区(1.51kg/hm2)[15]和藏东南的林芝市(2.36kg/hm2)[14]，但要小于昆明东郊(5kg/hm2)[44]，更是显著低于大连

(32kg/hm
2
)
[45]

、重庆(54kg/hm
2
)
[9]
和上海(78kg/hm

2
)
[8]
等大城市区域。天山冰川区氮的湿沉降通量为最低，这与其地处我国西北天

山区，周边区域经济欠发达，含氮污染物来源十分有限有关。此外，其研究样地海拔高(4100m)，大气稀薄，含氮悬浮颗粒物有

限，且深居内陆季风无法波及则导致终年降水稀少，种种因素决定其沉降通量理应处于极低的水准。从全国其他地域总氮湿沉

降通量分布特点来看，总体上城市经济规模越大的区域湿沉降通量也越大，这充分表明人类活动是影响大气湿沉降的根本原因。 

4 结论 

氨氮湿沉降均集中在夏季(拥军路点位例外)，这一方面与大气降水作用导致含氨气溶胶以凝结核形式降落到地表有密切关

系，还与夏季高温环境导致腐生菌增殖迅速，氨氮补给充足。湿沉降通量最大点位是热电站，月均达到了 15.73mg/m2，这与氨

氮自身挥发性强及工业生产中氨的非主观泄露有关。由城市核心区向城郊农村区域，氨氮沉降通量逐步递减的趋势表明氨氮污

染源主要来自于城市的人为活动。 

拥军路样点的硝态氮沉降量为所有样点最大，达到 5.29mg/m2，是与其间距很近的人民公园样点沉降量的 2.11 倍，但前者

氨氮却与后者十分接近，这表明沿公路干线的硝态氮沉降具有线状污染特征。这与石油中微量氮素成分的燃烧不能以还原态的

氨而只能以氧化态的(亚)硝态氮排放有关。西南地区多数地域氨硝比均大于 1，除了与当地城市交通与工业经济欠发达以外，还

与高原环境积温低导致氨氮损耗有限有关。 

亚硝态氮在拥军路与人民公园间的月均值差值所占比率和硝态氮对应比率较为接近，这表征两者有相近的污染来源。所有

样点亚硝态氮湿沉降通量表现为冬季比秋季大(甚至是四季最高)，这与氨氧化细菌在应对恶劣环境方面具有更强的适应能力有

关，冬季低温可能导致了硝化作用受阻和亚硝态氮出现了累积。 

以 DIN 占 TDN 为 50%比率估算，七星关区全年总氮湿沉降通量为 2.61kg/hm2。与其他地域研究结果对比，总体上城市人口分

布越密集、经济活动规模越大，沉降通量也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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